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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确权的理论证成与路径构建

余俊达*

内容提要:步入数字时代,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格外引人注目,公共数据开放被认为是有效途

径之一。然而,公共数据确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公

共数据作为公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由国家管理公共数据较为妥当,政府代表国家对公共数据

进行管理,公众可以使用公共数据。数据的可访问性、可特定性以及时效性为确权提供了基础。

公共数据确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确认行政管理权限,而在于确认民事财产权利。公共数据供给

模式与公共数据确权路径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应该基于公共数据供给模式构建确权路

径,从而回应公共数据确权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公共数据 数据确权 授权运营 数据开放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时代中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重要议题。公共数据开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新质生产

力。〔1〕究其原因,“公共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具有绝对优势”〔2〕,“我国政府部门掌握的数据资源占

据全社会数据资源总量的80%左右。公共数据已成为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构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

物质基础”〔3〕。与此同时,公共数据的权属界定,又被视为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前提,〔4〕或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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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倒逼数据权属配置”〔5〕。然而,公共数据确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6〕因此,必须回应公共数据确权问题。

2022年12月2日公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

意见》(以下简称 “数据二十条”)对公共数据确权问题有所回应。《国有资产法 (草案)》对数

据有所涉及,〔7〕引发广泛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 《国有资产法 (草案)》

的说明指出:“同时为空域、数据等新型资产留出空间,增强立法的包容性和前瞻性。”〔8〕在地

方立法层面,多地相继出台数据相关立法,对数据治理展开探索。各地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数据资

源登记汇聚、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交易管理、数据跨境流动、数据

权益保护等问题。公共数据确权尚未在地方立法及规范性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虽然一些地方立

法及规范性文件对公共数据权属有所触及,〔9〕但理论上认为,公共数据的归属问题具有全国性,

不属于地方性事务范围,地方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对公共数据的权利归属作出界定和限制可能产生

合法性风险。〔10〕

本文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数据是否需要确权;如果需要,如何构建公共数据的确权路

径。本文拟论证的基本命题是:公共数据仍需确权,应该基于公共数据供给模式构建确权路径。

二、公共数据及其定性

(一)公共数据的识别

关于公共数据的识别,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归入 “客体说”与 “主体说”两类。“客体说”以

公共性认定公共数据。公共数据属于公共资源,识别公共数据的关键在于作为客体的数据是否具

有公共性,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只要数据具有公共性,无论由行政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私企持有,都不影响该数据成为公共数据。步入数字时代,行政机关的公共行政已

经离不开公共数据的支持。与此同时,提供公共数据并不意味着该主体一定会失去数据,只是影

响其对数据的管理。〔11〕

“客体说”遭到 “主体说”的反对。后者认为,“客体说”混淆了 “公共数据”与 “具有公共

价值的数据”。很多私企,特别是平台,其所持有的数据同样具有公共价值,依 “客体说”的观

点,它们都将被识别为公共数据。这在商业层面会影响市场主体的活动,在法律层面也会冲击相

应的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因此,“主体说”认为,公共数据是行政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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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数据。〔12〕行政机关可以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13〕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不是公共数据。“公共服务机构可能从事除提供公共服务外的其他

经营活动。公共服务机构从事此类活动过程中收集、产生的数据不具有公共属性,不属于公共

数据。”〔14〕

“客体说”与 “主体说”对以下两点没有分歧:第一,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

中所形成的数据构成公共数据。政务数据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政务数据与公共管理和服务

的职能相关,是利用公共财政资源而产出的数据。〔15〕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

政府数据,成本由纳税人负担。〔16〕第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数据,

可以识别为公共数据。进入数字时代,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持有的此类数据可能成为其他企业所依

赖的重要资源,其他企业往往难以自行收集或者从其他途径获得。〔17〕况且,部分国有企事业单

位获得财政支持,将这部分数据定性为公共数据,有助于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比较美国法上相近似的讨论,大部分公用事业是私有的,使它们获得政府监管下的垄断地位

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向公众提供水、天然气、电力等基本服务。随着公用事业的服务范围扩展至

数据领域,公用事业期望它们享有的政府监管下的垄断地位延伸至这一领域。但是,在某些情况

下,公用事业设置进入壁垒,阻碍那些寻求创新的第三方获取数据。在另一些场合,公用事业自

我优待。这均无法接受,也不符合公用事业获得政府监管下的垄断地位的原则。对于公用事业在

数据领域延续政府监管下的垄断地位的期望,应保持谨慎态度。〔18〕

“客体说”与 “主体说”的分歧在于,行政机关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数据、

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数据、私企所持有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否被识别为公

共数据。例如,平台所持有的数据,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对此,能否在一定条件下有所突破,将

其所持有的数据识别为公共数据?

为了化解分歧,应当走向 “目的说”,以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来界定公共数据的边界。

具体而言,对实现公共秩序这一目的具有必要性的数据,无论其产生主体是政府、国有企事业单

位还是私企,均应纳入公共数据范畴;反之,若与公共秩序目的无关,则不应视为公共数据。一

方面,“目的说”避免了将公共数据泛化为所有 “具有公共性的数据”,防止因概念模糊而导致边

界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目的说”又没有将公共数据局限在行政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履行管

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从而确保那些由私企掌握但关乎公共秩序的关键数据

也能被合理纳入,避免公共数据的边界过窄。

“目的说”的合理性在于,第一,识别公共数据并划清其边界,是为了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

这要求公共数据具备全面性。如果公共数据不全,甚至缺乏重要部分,很可能导致建立和维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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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秩序的目的落空。以智能航运为例,智能航运依托于全面的航运数据。数字港口是一个整体,

掌握的航运数据不能有缺失,智能航运需要全面了解数字港口的情况。如果缺失私企持有的那部

分重要数据,将无法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那么,就可以适当突破,将私企所持有的部分数据识

别为公共数据。第二,为了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在必要情况下,将私企所持有的数据识别为公

共数据,未必会给私企带来实质冲击。因为识别为公共数据并开放的数据,是脱敏化处理后的数

据,而未经脱敏的数据对企业有着更多的商业意义。以自动驾驶为例,未经脱敏的数据对于训练

自动驾驶意义重大。因为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根据清晰的信息改进表现。如果要求车企对行人的面

部特征作模糊化处理,训练自动驾驶汽车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所以,《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

规定 (试行)》(2021年)第6条只是原则性的要求车企尽可能匿名化、去标识化。企业可以在

符合法律要求的前提下使用未经脱敏的数据。开放的公共数据往往要经过脱敏处理。正是由于数

据是否脱敏的商业意义截然不同,即便要求企业提供公共数据,也未必会在根本上对其商业活动

产生冲击。

在 “目的说”运用的过程中,应该借助比例原则,保持必要的谦抑性。首先,如果不将私

企、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持有的相关数据识别为公共数据,行政机关仅凭其所持有的公共数据也能

建立、维持公共秩序,就不必过度扩张公共数据的边界。有时行政机关所持有的公共数据不足以

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未必是因为缺少私企、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持有的相关数据,而是政府部门

之间没有充分共享数据等原因所导致。其次,如果识别私企、国有企事业单位所持有的部分相关

数据为公共数据,就足以实现建立、维持公共秩序的目的,那么也不必将私企、国有企事业所持

有的全部相关数据识别为公共数据。
(二)公共数据的定性

在经济学视角下,公共数据属于公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第一,在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模

式下,公共数据契合公共产品的特征。因为任何民事主体均可以没有门槛地使用公共数据。第

二,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以及授权运营模式下,公共数据契合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一方面,由

于公共数据对社会公众不是普惠的,能够从中获益的市场主体有限,也就是存在特定受益人。〔19〕

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存在有限的排他性。通过有条件开放、授权运营使用公共数据的企业,其财

产权会对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产生排他性。

公共数据是公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折射到法律层面,能否构成公物? “公物说”认为,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公共数据的价值,应将其作为公物被公众尽可能地使用。〔20〕公共数据虽是新

兴事物,但是大量的概念工具存在于相对成熟的公物法理论之中。将公共数据放在公物法理论框

架中予以完善,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对成熟的经验。〔21〕但是,公共数据很难融入公物法现

有框架,“公物说”难以成立。首先,公物法所形成的背景是工业时代,而非数字时代。传统意

义上的公物与公共数据相去甚远,公物法现有框架并不契合公共数据的特征。其次,公共数据在

法律层面被定性为公物,与发挥公共数据价值无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技术与市场等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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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齐英程:《作为公物的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规则构建》,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43页。
参见马颜昕:《论公共数据的范围》,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4期,第89页。



余俊达:公共数据确权的理论证成与路径构建

以,没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将公共数据归入公物,不妨只在经济学意义上将公共数据作为公共产品

抑或准公共产品对待。

公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既可能是国有资产,也可能不是国有资产。究其原因,是否构成

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取决于产品属性,而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分属不同维度,不存在完全对

应的关系。那么,公共数据作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能否成为国有资产,由国家所有?

“肯定说”主张公共数据国家所有。公共数据国家所有具有若干制度优势,〔22〕“赋予国家对

公共数据的所有权,并相应地建构公共数据国家所有权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共数据利益的全

民分享。”〔23〕以交通违法数据为例,整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到后续的数据集成,均来源于行政

行为的具体实施。公共数据的产生和归集不以参与公共数据形成的相关主体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公共数据是伴随公权力运转而产生的附随产物,由公共机构所控制。〔24〕

“否定说”不赞同公共数据国家所有。其一,国家所有容易引起是否构成征收企业财产的顾

虑;其二,政府有关部门在主导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时,基于保护国有资产等原因会倾向于采取较

严格的管理措施,容易使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范围更窄、效率更低。〔25〕总之,公共数据由国家所

有,无助于治理公共数据。仅仅建立国家所有,而不配备相应的规制体系,反而不利于维护公共

资源。〔26〕实际上,主张国家所有的理由仅说明国家管理公共数据的制度优势,而没有证成确立

国家所有权的必要性。既然如此,不如直面其中的问题,以公共数据的国家管理权取代公共数据

的国家所有权,从而实现公共数据合理利用的目标。〔27〕

公共数据不能被全面论证为国有资产。从 “肯定说”所举出交通违法数据的例子可以发现,

似乎仅政务数据可能被论证为国有资产,而不是所有的公共数据。即使将公共数据限定得非常

窄,仅以政务数据为理论预设,也不能完全成立。举例而言,企业在申请许可时按照规定提供其

所持有的非公共数据,这些数据行政机关因办理许可而获得,成为公共数据。但是,不能由此得

出数据归国家所有、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结论。企业仍对数据享有权利,国家只是

对数据进行管理,行政机关则代表国家对数据进行管理。

公共数据应当被定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但是,没有必要在法律层

面对应为公物,也不应被定性为国有资产。公共数据作为公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由国家管理

较为妥当,政府代表国家对公共数据进行管理,公众可以使用公共数据。这意味着,首先,公共

数据不能像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那样被拍卖,也不能通过授权运营方式变相拍卖。〔28〕相反,

原则上公共数据应当向社会免费开放,〔29〕促进产业发展。实践中,湖南省衡阳市曾拍卖政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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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参见张素华、王年:《公共数据国家所有权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载 《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147
150页。

王年:《公共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载 《东方法学》2025年第3期,第127页。
参见胡宏涛:《论公共数据权属的二元架构》,载 《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第71页。
参见武腾:《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财产构造》,载 《清华法学》2023年第1期,第163页。
参见黄尹旭:《论国家与公共数据的法律关系》,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29页。
参见包晓丽:《公共数据权属配置的再结构化》,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1期,第110 112页。
参见余凌云:《政府数据的依申请开放》,载 《法商研究》2026年第2期,第61页。
参见邢会强:《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与救济机制》,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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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而后被暂停,〔30〕即可对此予以印证。其次,政府虽然不得在公共数据中营利,但在例外情

形下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比如,原始数据因质量参差不齐而需适当加工、脱敏,可能耗费政府

更多的公共资源;又如,为更好地实现数据开放,政府通过采购服务方式,由第三方加工、清

洗、脱敏有关数据,由此投入额外的成本等情形。〔31〕最后,数据财政的逻辑,不是把公共数据

作为国有资产,直接供给社会资本方,并收取资源使用费,而是通过向社会免费开放公共数据,

促进数据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以税收的方式反馈给财政。〔32〕

三、公共数据确权的基础与意义

(一)公共数据确权的基础

在实然层面否定确权可行性的观点,是从数据的属性出发,认为数据天然有着复制、删除的

属性,数据因此存在被多个主体持有或随机灭失的风险,作为确权客体的数据总是处于变动不居

的状态,这与确权所要求的客体确定相违背。〔33〕以过程论为基础观察公共数据,从收集到汇聚,

在此过程中接触到公共数据的相关主体,只要能够访问公共数据,就可以用于商业分析,甚至可

以与其他企业私下完成数据共享。那么,公共数据确权在实然层面似乎无法实现一定程度或范围

的排他性。

在 “一般论”层面,对数据确权可行性的论证,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数据的可访问

性。尽管数据不具有可视化的边界,但是数据的可访问性为其界定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物理界限,

这为数据确权奠定了基础。〔34〕其二,数据的可特定性。确权不要求对数据事无巨细的描述,但

要求能将 “此数据”与 “彼数据”区隔开来,实现特定化。这既可以通过控制数据载体实现,也

可以通过加密措施、数据指纹等技术手段实现。〔35〕公共数据确权虽属 “个别论”,但这不妨碍其

援用数据确权 “一般论”的结论。究其原因,在技术层面,“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信息数

据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是储存在硬盘中的二进制代码”〔36〕。数据的可访问性及可特定性能够为

公共数据确权提供可行性基础,实现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排他性。

在 “个别论”层面,公共数据的时效性也能为确权提供可行性基础。公共数据对产业发展、

行业发展的有效性受到时间的限制,超过一定时间,其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去产业发

展、行业发展的意义。以智能航运为例,航运企业运营无人船,所要求的航运数据一定是全面、

准确、最新的,因为航线的情况,尤其是港口的状况,常常发生变化 (如船舶在港口搁浅的突发

情况)。过时的航运数据对于航运企业意义有限,也很可能不符合海事监管的要求。在承认公共

数据时效性的基础上,再来看质疑公共数据确权的理由,即数据的可复制等属性致使确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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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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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馨予:《衡阳18亿拍卖政务数据,我的脸应该分多少钱?》,载微信公众号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11月29日。
参见余凌云:《政府数据的依申请开放》,载 《法商研究》2026年第2期,第61页。
同上注。
参见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69 170页。
参见阮神裕:《论数据确权的一般化路径》,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55页。
参见熊丙万、何娟:《数据确权:理路、方法与经济意义》,载 《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58页。
胡宏涛:《论公共数据权属的二元架构》,载 《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第65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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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发现该理由将不再成立。回到智能航运的例子,即便行政机关开放了航运数据给某航运企

业访问,但是,当行政机关因法定或约定原因不再开放航运数据给该航运企业使用时,此前该航

运企业所访问的航运数据,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时效性,逐渐失去商业意义。
(二)公共数据确权的意义

在应然层面否认公共数据确权意义的观点,主要来自 “治理路径”与 “合同路径”两种立

场。与之相对,肯定公共数据确权意义的观点,可以对应为 “确权路径”的立场。

1. “治理路径”无法完全替代 “确权路径”
“治理路径”否认公共数据确权意义的理由在于:其一,公共数据确权在公共数据治理中起

到的作用有限。例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并不以公共数据确权为前提。〔37〕公共数据的制度价值

在于尽可能开发利用公共数据供公众使用。但是,对公共数据确权会产生排他性,本质上在阻碍

公众对公共数据的使用,确权背离了公共数据的制度价值。因此,应该直接关注公共数据的公平

利用,明确国家机关为实现公共数据治理而必需的职权。〔38〕其二,应该界分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制度与数据要素流通制度。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制度,是由一套公法规范组成的制度,没有确权的

空间。反观数据要素流通制度,以私法规范为主,存在确权的空间。〔39〕

上述 “治理路径”质疑公共数据确权意义的理由值得探讨。其一,确权所产生的排他性有助

于公共数据治理,而不会阻碍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确权所产生的排他性,是一种相对的或

者有限的排他性,而非绝对的排他性。〔40〕一方面,确权所产生的有限排他性对公共数据治理有

意义。如果企业以非法方式获取公共数据,就可能导致那些符合条件、通过程序获取公共数据的

企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确权所产生的有限排他性不会影响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确权的

排他性只针对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可以通过相关途径获取公共数据。其

二,界分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制度与数据要素流通制度,在否定确权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制度中的

意义的同时,肯定确权在数据要素流通制度中的意义。此进路存在一定问题。公共数据制度不是

脱离其他数据制度独立运行的体系。实际上,公共数据制度、企业数据制度以及个人数据制度,
是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企业通过公共数据制度得到有关数据后,就可能投入到市场

活动中,过渡到企业数据制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确认企业使用公共数据的民事财产权利,以

确保制度间相互衔接。否则,源自公共数据制度的数据如果没有被确权,没有被确权的数据过渡

到市场活动中,就可能会给企业数据制度、个人数据制度增添混乱。

2. “合同路径”无法完全替代 “确权路径”
“合同路径”否认公共数据确权意义的理由在于:行政机关、运营机构以及企业在公共数据

有条件开放、授权运营等供给模式中得到的权利,实质上是合同权利,完全可以交由民事合同或

行政协议解决,而非进行确权。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依托行政协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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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参见宋烁:《构建以授权运营为主渠道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机制》,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

1期,第89 90页。
参见武腾:《数据授权中的管理权研究》,载 《当代法学》2025年第3期,第35页。
参见王锡锌、王融:《公共数据概念的扩张及其检讨》,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第25 27页。
参见钱子瑜:《论数据财产权的构建》,载 《法学家》2021年第6期,第85页;曹权之:《数据财产权排他性研究》,

载 《中国法学》2025年第6期,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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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这个过程中,运营机构基于行政协议,享有公共数据利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权利。〔41〕

上述 “合同路径”质疑公共数据确权意义的理由也值得商榷。合同与确权不在同一层次上展

开,而是分别对应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在抽象意义上,先通过确权罗列法律所承认的民事财产

权利。落到具象意义上,再通过合同具体实现法律所承认的民事财产权利。结合公共数据授权运

营而言,基于公共数据确权,先明确行政机关、运营机构以及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所承认的民事

财产权利。然后,行政机关与运营机构签订行政协议、运营机构与企业签订民事合同,从而通

过合同实现这些民事财产权利。究其根源,“数据财产利益的衍生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确定的

归属格局基础上,通过民事法律事实如转让合同、许可使用合同等,实现数据利益的流转与再

配置”〔42〕。

3.公共数据确权的主要意义

既有研究在论述公共数据确权与授权时,认为公共数据确权的意义在于确认行政管理权限与

民事财产权利。〔43〕这是一种广义 “确权路径”。但是,本文主张狭义 “确权路径”,即公共数据

确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确认行政管理权限,而在于确认民事财产权利。

第一,公共数据确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确认行政管理权限。根据广义 “确权路径”,管理权

对于公共数据所具有的意义十分突出,如果不专门构建管理权制度,而是将管理权简单纳入所有

权之中,便可能消解公共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公共属性。〔44〕反观 “治理路径”,无论公共数据是否

确权,市场的有效运行都需要通过公法构造的支撑和规制加以实现。〔45〕行政机关对公共数据的

行政管理权限不必借助确权得以明晰,完全可以通过依法行政、履行职责的要求实现。究其原

因,国家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无须依靠确权对公共数据进行管理,明确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服务等

定位,即可实现行政机关管理公共数据的目标。〔46〕归根结底,行政权取决于法律、法规及规章

是否有授权,而非所谓的确权。公共数据确权所确认的行政管理权限,是广义 “确权路径”与

“治理路径”争执的场域,“治理路径”是传统公法逻辑的自然延伸,在观念上更容易被接受,就

是通过广义 “确权路径”另辟蹊径勉强证成,也徒劳无益。

第二,公共数据确权的主要意义在于确认民事财产权利。首先,确权能够提供正当性基础。

例如,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明确运营机构的数据使用权,运营机构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明

确企业的数据经营权,企业可以从事市场活动。其次,确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涉及公共数据资

源的数据产权登记是对数据权属的确认,通过记载、公开查询而产生公示效力。相关主体可以借

助登记降低识别权属的成本。最后,确权有助于保护民事权益。公共数据确权产生有限的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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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的权责分配》,载 《法学论坛》2024年第5期,第101 111页。
王轶:《权力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原创生成与交融互构———以民法典对生活利益的分配为核心》,载 《法学研究》2026

年第3期,第81页。
参见张新宝:《产权结构性分置下的数据权利配置》,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3年第4期,第9 13页;武腾:《数据

授权中的管理权研究》,载 《当代法学》2025年第3期,第32 33页。
参见武腾:《数据授权中的管理权研究》,载 《当代法学》2025年第3期,第36页。
参见陈越峰:《超越数据界权:数据处理的双重公法构造》,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31页。
参见王锡锌、黄智杰:《公平利用权: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建构的权利基础》,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

期,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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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企业在符合条件、具备资质、遵守行政机关的要求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相关公共数据,这

就对那些不具备条件、资质,没有与行政机关交接的企业产生了排他性。其他企业如果通过不正

当手段、非法途径使用了相关公共数据,原本有着对公共数据使用权限的企业,可以基于确权,

通过私法途径得到救济。在此过程中,并不排除与行政监管的配合。公共数据确权所确认的民事

财产权利,是 “治理路径”无法触及的场域,而 “合同路径”则是通过民事合同或行政协议转动

狭义 “确权路径”所承认的这些民事财产权利,这可谓公共数据确权的主要意义。由此划清 “治

理路径”“合同路径”与狭义 “确权路径”彼此之间的界限。

四、基于公共数据供给模式构建确权路径

“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为数据财产利益的衍生分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

框架。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在确定数据财产利益初始归属的基础上,秉持 “数尽其用”宗旨,

将数据产权区分为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三种权利形态。〔47〕落到公共数据领域,

如何构建公共数据的确权路径? 本文主张,应该基于公共数据供给模式构建确权路径 (以下简称

“基于供给模式的确权路径”)。

(一)“基于供给模式的确权路径”的提出

关于公共数据的确权路径,既有研究已有讨论,不同观点大致可以归入到 “分阶段的确权路

径”与 “基于数据类型的确权路径”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 “分阶段的确权路径”,即围绕数据阶段,将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

经营权运用于公共数据确权。其要点在于,从原始数据到数据集合,再到数据产品,分阶段确

权。首先,数据资源持有权是基础,持有者对公共数据资源进行管理,可以同意他人获取、使用

公共数据资源。其次,数据加工使用权是核心,既包括生成数据集合、数据产品,也包括对数据

集合以及数据产品的使用。最后,数据产品经营权是最终目的,包括对数据产品的管理、使用、

处分、收益。〔48〕

“分阶段的确权路径”存在的问题是,在技术层面,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以及数据产品之间

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在法律层面,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以及数据产品不产生法律意义。其

一,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以及数据产品的区分,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而具有相对性和连续性。一

方面,同一 “数据库”,在某个主体看来是 “数据集合”,而对另一个主体而言则是 “数据产品”,

“数据库”的定位并非一成不变,体现出相对性。例如,一个包含用户行为分析结果的 “数据

库”,对平台而言是 “数据集合”,但对广告公司而言,其内含的分析标签本身是可以直接用于广

告推荐的 “数据产品”。另一方面,从原始数据到数据集合,再到数据产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对数据的汇集、清洗、标注、脱敏、加工等操作是层层叠加的。比如,对数据匿名化处理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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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轶:《权力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原创生成与交融互构———以民法典对生活利益的分配为核心》,载 《法学研究》
2026年第3期,第82页。

参见叶明、朱佳佳:《公共数据 “三权分置”路径的理论证成与具体展开》,载 《中国海商法研究》2025年第1期,
第50 54页;卢荣婕:《公共数据 “三权分置”模式的证成与建构》,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5年第1期,第189 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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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判断数据属于处理过的原始数据,还是初级的数据产品。界限极其模糊,每一步都在叠加,无

法很确切地判断原始数据何时成为数据集合,再成为数据产品。其二,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以及

数据产品的区分,在商业层面极具意义,折射到法律层面,却不能产生差别。在商业层面,数据

资源具有宽泛的用途和潜在的应用价值,反观数据产品,则具有特定用途和明确的应用价值。所

以,在数字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一般不会以数据资源 (尤其是原始数据的集合)为标的物订立

买卖合同。〔49〕折射到法律层面,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以及数据产品的区分,在权利变动规则上

并无差异,至于登记规则,更无不同。〔50〕如果三者的法律构造没有实质差别,在法律层面如此

区分便没有必要。〔51〕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以及数据产品,仅是事实描述,而非法律分类。

第二种方案是 “基于数据类型的确权路径”,公共数据可以分为公共管理数据和公共服务数

据,并分别构建相应的确权路径。公共管理数据的公共性最强,作为数据持有主体的公共管理机

构对公共管理数据不具有财产利益;公共服务数据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作为数据持有主体的公共

服务机构虽有公共性,却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仍属民事主体,其对公共服务数据有财产利

益。〔52〕进一步而言,公共管理数据上存在着三元产权分置结构,表现为国家取得公共数据管理

权、数源单位取得数据持有权和定限使用权、运营单位取得数据经营权;公共服务机构则对公共

服务数据取得概括性的数据财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53〕

“基于数据类型的确权路径”的问题在于,公共管理数据与公共服务数据并非泾渭分明,而

是存在明显的交叉与融合。首先,国有企事业单位常常被赋予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或实质上承

担公共基础设施运营的工作,其数据可能兼具管理与服务双重属性。以公立医院为例,其在提供

日常诊疗服务的同时,依法承担传染病报告、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等职能。这使得相关数据既是医

疗服务的记录,也是国家履行公共卫生管理、人口登记等职能的基础数据,具有很强的行政管理

属性。其次,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是水、电、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其所持有的

数据记录了社会运行的状态,这些数据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安全管理具有意义。例如,通

信运营商所持有的数据被广泛运用于交通规划、旅游管理等领域。

鉴于上述方案均不能成立,本文提出 “基于供给模式的确权路径”的新方案,以期为公共数

据提供一个可行且合理的确权路径。“基于供给模式的确权路径”主张,应该基于公共数据供给

模式构建确权路径。深入到不同的公共数据供给模式,具体判断是否存在确权诉求,以及需要何

种确权路径。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与确权路径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在内在逻辑上不会出现

矛盾,在外在体系上形成大致对应的结构。确权路径会随着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不断增加而持续

完善。

“基于供给模式的确权路径”具有合理性。首先,不同的公共数据供给模式实质上暗含了公

共数据的来源、加工程度、安全敏感以及预期用途等因素。这些因素已然构成权属配置的客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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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武腾:《数据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财产构造》,载 《清华法学》2023年第1期,第156 161页。
参见程啸:《论数据产权登记》,载 《法学评论》2023年第4期,第141 142页。
参见阮神裕:《论数据确权的一般化路径》,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49 151页。
参见张新宝、曹权之:《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研究》,载 《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3期,第46 53页。
参见包晓丽:《公共数据权属配置的再结构化》,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1期,第112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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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举例而言,在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模式下,行政机关开放的是原始数据或经初步处理的数据。

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下,运营机构可以直接接触原始数据或经简单脱敏的数据,经过运营机

构加工后,开放的则是数据产品。〔54〕其次,公共数据不同供给模式之间存在实质区别,相应的,

是否需要确权,以及需要的确权路径也会有所不同。举例而言,在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模式下,

数据已经通过安全审查,并经过脱敏等技术处理,若在此模式下确权并产生排他性,反而会阻碍

流通,背离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的制度价值。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下,数据往往需要投入大

量成本进行开发、治理和产品化,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确权的诉求。最后,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与

公共数据确权路径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脱离公共数据供给模式另外构建确权路径,并不

可行。实际上,只要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与公共数据确权路径相互契合,公共数据确权路径本身的

合理性就能得到印证。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与公共数据确权路径应当存在大致对应的结构。

(二)“基于供给模式的确权路径”的展开

下面,本文深入到常见的公共数据供给模式,包括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公共数据有条件开

放以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分别讨论在不同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下,是否需要确权,以及如何构建

确权路径。

1.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

公共数据开放首要的制度价值应当是安全,次要的制度价值才是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阻碍

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的原因主要就是安全问题,表现为两点:一是公共数据本身的特点。如果公

共数据本身涉及的内容关乎安全,则很难实现无条件开放。二是技术条件。有时受限于条件,无

法完成对公共数据的脱敏化处理,进而无法实现无条件开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

提升技术条件,扩大无条件开放的公共数据范围。

在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模式下,没有相应的确权路径。究其原因,无条件开放模式将公共数

据以无门槛方式公开,其制度价值要求最大限度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任何企业都可以没有门槛

地使用公共数据,即使确权,也无法产生任何排他性,确权的意义从而被消解。至于企业对公共

数据的再开发和再利用,使之成为数据产品,并寻求确权以产生排他性,这已经游离在公共数据

制度之外,过渡到企业数据制度。

实际上,企业即使仅有无排他性的财产权,其也是数据资源的控制者和数据资源利用秩序的

维护者。〔55〕回归到对财产最清晰的理解,财产意味着有权排除他人使用有价值的资源,仅此而

已。公共产品可能不符合财产的定义,因为并未赋予任何人排除他人使用特定资源的权利。〔56〕

所以,在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模式下,公共数据作为公共产品,确权不产生排他性,构建确权路

径的意义也随之消失。此时,重点在于通过公法建立一个有序的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秩序。

2.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及其确权路径

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就是根据公共数据的特点,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量,只有符合相应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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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孟庆国、王友奎、王理达:《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与授权运营:内涵、模式与机制方法》,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24年第9期,第44 48页。

参见武腾:《数据授权中的管理权研究》,载 《当代法学》2025年第3期,第35页。
SeeThomasW.Merrill,PropertyandtheRighttoExclude,77NebraskaLawReview730,753 75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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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条件的企业才可以使用公共数据。究其本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更

大限度开放公共数据的制度设计。〔57〕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模式下,行政机关持有原始数据,

企业直接对接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开放的是经过初步处理的数据集合。

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模式下,公共数据作为准公共产品,有相应的确权路径。为公共数据

有条件开放模式构建的确权路径,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确认行政机关对原始数据的数据持有权,

二是确认企业对经过初步处理的数据集合的数据使用权。

(1)行政机关对原始数据的数据持有权。如果企业在申请时符合相应的条件,之后因为企业

原因不再符合相应的条件,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数据持有权无偿收回对企业的授权。如果企业在申

请时符合相应的条件,之后因为其他原因不再适合开放公共数据,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数据持有权

收回对企业的授权,并根据原因对企业赔偿或补偿。
(2)企业对数据集合的数据使用权。其一,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中,企业对公共数据的权

利具有一定排他性。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有对公共数据的使用权,其使用权对那些不符合申请条

件的企业产生排他性。其二,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中,企业不得转让其对公共数据的权利。公

共数据有条件开放,只是对满足条件的企业开放公共数据。企业如果随意转让,可能让不满足条

件的企业也使用公共数据,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企业可以放弃对公共数据的权利,但是不能转

让对公共数据的权利。如果其他企业需要使用公共数据,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请求。

3.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及其确权路径

在实践中,一般会选择国有企业作为运营机构。由于运营机构可以直接接触原始数据或经过

简单脱敏的数据,国企相对安全可靠。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市场活力,所以,也

有地方会选择信誉良好的私企作为运营机构。〔58〕出于安全的考虑,行政机关应该先对原始数据

进行初步处理,再让运营机构接触数据集合。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下,行政机关持有原始数

据,并与运营机构对接,运营机构可以接触到经过初步处理的数据集合,之后运营机构再与企业

对接,为企业提供数据产品。

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下,公共数据作为准公共产品,有相应的确权路径。为公共数据授

权运营模式构建的确权路径,其内容包括:一是确认行政机关对原始数据的持有权,二是确认运

营机构对数据集合的使用权,三是确认企业对数据产品的经营权。
(1)行政机关对原始数据的数据持有权。在运营机构不符合授权运营标准要求,而且未按要

求完成整改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终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协议。〔59〕根据行政协议理论,这是

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根源于依法行政要求,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表现。〔60〕基于确权理论,

行政机关对原始数据的持有权,为其收回对运营机构的授权提供了基础。

(2)运营机构对数据集合的使用权。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运营机构需要对公共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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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斌:《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的法理逻辑及立法展开———基于76份地方性立法的分析》,载 《理论与改革》2024
年第6期,第47 48页。

参见孟庆国、王友奎、王理达:《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与授权运营:内涵、模式与机制方法》,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24年第9期,第48页。

参见 《济南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办法》(2023年)第18条。
参见宋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的权责分配》,载 《法学论坛》2024年第5期,第107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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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形成数据产品,提供给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运营机构需要投入很多成本,也有获得合理回

报的预期。〔61〕因此,运营机构有权在提供加工后的数据产品给企业时,向企业收取合理的费用。

这里的合理,不仅应当能够填补运营机构所投入的成本,还应当有所回报,使得运营机构愿意积

极进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但是,基于运营机构在授权运营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运营机构显然不

能完全依照商业逻辑不加限制地收取费用。

(3)企业对数据产品的经营权。首先,企业对运营机构有请求强制缔约的权利,相应的,运

营机构对企业负有缔约义务。强制缔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关于电力、煤气、火车、航空等公用事

业,〔62〕公共数据有着类似的特点,其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因此,运营机构

负有缔约义务,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企业的缔约请求。其次,企业在向运营机构支付一定

对价后,获得数据经营权。企业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获得的权利,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向运营

机构支付对价从而获得数据经营权的企业,其权利对那些没有向运营机构支付对价的企业产生排

他性。

(三)公共数据确权及其周边

在深入到不同的公共数据供给模式,探讨是否需要确权,以及如何构建确权路径之后,可以

提炼出共通的原理:当公共数据作为公共产品时 (例如,公共数据无条件开放),公共数据不存

在相应的确权路径;当公共数据作为准公共产品时 (例如,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公共数据授权

运营),公共数据存在相应的确权路径。此外,公共数据确权还与公共数据授权、公共数据登记

等周边存在交错。

第一,公共数据确权与公共数据授权需要借助合同衔接。在逻辑关系上,先要确认权利,然

后才有授予权利的问题。在完成对公共数据的确权之后,如何实现对民事财产权利的授予? 对

此,需要借助民事合同或行政协议来完成。具体而言,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模式下,行政机关

与企业之间形成行政协议;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下,行政机关与运营机构之间形成行政协

议,运营机构与企业之间形成民事合同。由此,公共数据确权与授权之间通过民事合同以及行政

协议得以衔接。

第二,涉及公共数据的登记,一是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其目的是掌握公共数据的底数、进行

规范化管理。二是数据产权登记,对于涉及公共数据资源的,若数据本身可以在市场流通,则可

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根据两类登记的不同定位,与公共数据确权相关的是数据产权登记。数据

产权登记要求登记机构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更偏向实质审查而非形式审查。通过严格登记机构

审查履职与责任承担,从源头把控质量。〔63〕这可能会给登记机构带来过重的负担,值得商榷。

数据产权登记对于确权的意义在于,数据产权登记应当属于行政确认,只是对数据权属的确认,

通过记载、公开查询而产生公示效力。至于登记后所能产生的效力,私法效力的发生,由确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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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颜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类型构建与制度展开》,载 《中外法学》2023年第2期,第341 342页。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合同类型、订立及效力》(第5版),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196页。
参见 《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 (试行)》(2026年);《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同志就 <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 (试行)>

答记者问》,载国家数据局网站2026年7月5日,https://www.nda.gov.cn/sjj/zwgk/zcjd/0705/20260705102042473708804_pc.
html,2026年7月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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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决定,不是登记直接创设的效力。对于确认类登记,行政机关不对民事处分的有效性负责,

原则上只对申请材料作形式审查,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其所拥有的条件也不足以支撑完成实质审

查。〔64〕就数据产权登记而言,数据是不可消耗物,具有可以平行利用的特征,〔65〕可能导致数

据权属相较于房屋、船舶等更难查清。所以,对于数据产权登记,不宜偏向实质审查,而应该偏

向形式审查。登记机构原则上只作形式审查,数据权属的真实性不由登记机构负责,而由登记申

请人负责。如果数据权属出现纠纷,波及登记的合法性,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一并

解决。

第三,在公共数据确权过程中,相关主体会产生相应的安全审查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对于

安全审查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不宜采取一般的、共通的标准,而应依据公共数据供给模式及风

险程度确定。首先,对公共数据的保护重心应适度前移。行政机关应在源头加强安全管理和脱敏

处理,尽可能降低公共数据开放后的潜在风险。在公共数据有条件开放与授权运营中,行政机关

不仅要审查数据是否适合开放,还要审查申请使用公共数据的运营机构及企业是否具备相应的技

术条件与安全措施。其次,在落实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时,应根据企业所处理数据的敏感程度、

应用场景及使用方式,匹配差异化的安全保障要求。例如,对处理高敏感数据或进行深度开发的

企业,设定较为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基于已脱敏数据的轻度利用,可适当简化安全保障义

务。最后,安全保障义务不可转让。以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为例,运营机构在提供数据产品时,不

能要求企业共同承担本属于运营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运营机构与企业有各自的安全保障义务,

不可转让。

第四,企业在使用公共数据的过程中,不得滥用权利,不得使用公共数据从事与产业发展、

行业发展等无关的活动。公共数据开放的意义在于为产业发展、行业发展提供支持,企业对公共

数据的使用也仅限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等活动。在技术层面,即便行政机关已经对公共数据进

行了脱敏化等技术处理,在访问公共数据的过程中,也可能推断出一些无关信息。以自动驾驶为

例,为了支持自动驾驶的发展,行政机关开放交通数据供车企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推断出

更多无关信息。比如,可能推测出交通事故的数据。但这些无关信息早已超出了产业发展、行业

发展的范畴,公开后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禁止权利滥用,也是要求企业在使用公共

数据的同时,肩负起最低限度的社会责任。

五、结 论

公共数据及其边界的识别,应当立足于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公共数据在本质上是公

共产品抑或准公共产品,由国家管理公共数据较为妥当,政府代表国家对公共数据进行管理,公

众可以使用公共数据。数据的可访问性、可特定性以及时效性为公共数据确权提供基础。公共数

据确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确认行政管理权限,而在于确认民事财产权利。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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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确权路径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应该基于公共数据供给模式构建确权路径,使得

公共数据供给模式与公共数据确权路径相互契合,从而回应公共数据确权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

Abstract:Inthedigitalera,thedevelop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hasdrawnparticular

attention.Theopeningofpublicdataisconsideredbeneficialforenhancingnewqualityproductive

forces.However,theissueofconfirmingpublicdatarightsremainsunresolved,whichtosome

extentrestrictstheopeningofpublicdata.Aspublicgoodsorquasi-publicgoods,publicdatais

moreappropriatelymanagedbythestate.Thegovernmentmanagespublicdataonbehalfofthe

state,whilethepubliccanusepublicdata.Theaccessibility,specificity,andtimelinessofdata

providethefoundationforrightsconfirmation.Themainsignificanceofconfirmingpublicdata

rightsliesnotinconfirmingtheadministrativeauthority,butinconfirmingcivilpropertyrights.

Thereisastrongconnectionbetweenpublicdatasupplymodelsandpublicdataconfirmation

pathways.Therightsconfirmationpathsshouldbeconstructedbasedonthesupplymodelsof

publicdata,therebyaddressingtheissueofpublicdatarightsconfirmationandacceleratingthe

develop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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